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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磁共振对隐匿性心源性栓塞的诊断价值

孙文先 宋波

【摘要】 心脏磁共振（CMR）广泛应用于心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但在缺血性卒中领域的应用尚不

明确。CMR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法，在明确缺血性卒中病因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识别隐匿

性心源性栓塞。本文综述 CMR在隐匿性心源性栓塞诊断中的应用，即对缺血性卒中潜在病因如心脏血

栓、左心房增大、左心房纤维化、左心耳形态及罕见心肌病等的识别，以及其优劣性，以为临床早期识别

隐匿性心源性栓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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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is widely use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ardiac diseases, bu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ischemic stroke is unclear. As a noninvasive test, CM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the etiological mechanisms of ischemic stroke and can identify occult
cardiac embolism.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CMR in the diagnosis of occult cardiac embolism,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etiologies of ischemic stroke such as cardiac thrombus, left atrial enlargement,
left atrial fibrosis, left auricular morphology and rare cardiomyopathies, as well 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MR, which will in tur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occult cardiac
embolism in th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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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首位病因，明确脑

卒中的危险因素和病因并调整治疗方法对一级和

二级预防至关重要。缺血性卒中按照 TOAST分型

分为大动脉粥样硬化（LAA）型、心源性栓塞（CE）
型、小动脉闭塞（SAO）型、其他明确病因（SOE）型和

不明原因（SUE）型共 5种类型。标准的脑卒中病因

评价方法包括 MRI、MRA、经颅多普勒超声（TCD）、

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
等。心脏磁共振（CMR）是一种无创性可视化影像

学检查技术，具有增强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以及高

血液组织对比度，可以较精确地评估心脏和心血管

异常，包括心房和心室结构和功能、心肌成分、微观

结构、心脏灌注和血流动力学、心肌代谢及冠状动

脉微血管功能等，有助于心血管病的风险分层、诊

断与鉴别诊断、预后评估等［1⁃2］。CMR不仅在心血

管病领域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已用于缺血性卒中

的病因诊断，对识别缺血性卒中潜在病因如心脏血

栓、左心房增大、左心房纤维化、左心耳形态及罕见

心肌病等具有独特作用，可以发现更多的隐匿性心

源性栓塞［3］。本文拟综述 CMR在隐匿性心源性栓

塞诊断中的应用及其优劣性，以为临床早期识别隐

匿性心源性栓塞提供参考。

一、心脏磁共振在隐匿性心源性栓塞诊断中的

应用

1.心脏磁共振与心脏血栓 左心室血栓可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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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体循环栓塞、脑卒中、严重心血管事件，甚至死

亡。左心室血栓的常规诊断主要依靠超声心动图，

CMR的诊断准确性更高，延迟增强 CMR是无创性

检测左心室血栓的“金标准”［4］。一项针对 201例患

者心肌梗死后左心室血栓发生率的研究发现，17例
（8.46%）经延迟增强 CMR检出左心室血栓，非对比

剂超声和对比剂超声仅检出 6例（2.99%）和 9例

（4.48%）存在左心室血栓（P < 0.05），表明延迟增强

CMR可以弥补非对比剂超声和对比剂超声对左心

室血栓的漏诊［5］。延迟增强 CMR是检测左心室血

栓的最准确方法（灵敏度 88%、特异度 99%），其次是

CMR电影序列（灵敏度 58% ~ 79%、特异度 99%）和

对 比 剂 TTE（灵 敏 度 23% ~ 61%、特 异 度 96% ~
99%），最后是非对比剂 TTE（灵敏度 24% ~ 33%、特

异度 94% ~ 95%）［6］。一项纳入 60例不明原因型缺

血性卒中患者的研究显示，采用延迟增强 CMR检出

12例（20%）患者发生左心室血栓，高于 TTE检出的

1例（1.67%，P = 0.040）［7］。不明原因型缺血性卒中

患者疑似出现心肌梗死或左心室功能障碍时，延迟

增强 CMR有助于提高心源性栓塞的检出率，从而为

抗凝治疗提供相关信息。

2.心脏磁共振与左心房增大 缺血性卒中队列

研究显示，中至重度左心房增大是复发性心源性栓

塞 和 隐 源 性 卒 中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HR = 1.065，
95%CI：1.006 ~ 1.128；P = 0.029）［8］，左心房直径增大

是 缺 血 性 卒 中 风 险 增 加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HR =
1.390，95%CI：1.060 ~ 1.820；P = 0.003）［9］。 一 项

Meta分析纳入 6项关于左心房直径与脑卒中关系的

前瞻性队列研究计 66 007例受试者，其中 3549例发

生脑卒中，结果显示，左心房增大患者脑卒中风险

增 加（校 正 HR = 1.680，95%CI：1.360 ~ 2.070；P =
0.045）［10］。亦有研究显示，较大的左心房容积与较

大的脑部梗死灶体积相关，无论是未校正（校正性

别 、年 龄 、种 族 和 血 管 合 并 症 如 房 颤）模 型（β =
0.018，P = 0.002）还 是 校 正 模 型（β = 0.024，P =
0.001），左心房容积与对数转换的梗死灶体积均有

相关性，且这种关联性与已知的心源性栓塞危险因

素如房颤和心力衰竭无关［11］。上述研究支持这样

一种观点，即使无传统公认的发病机制（如房颤），

心房心肌病也可能是心源性栓塞的来源。左心房

位于 4 个心腔中最靠后的位置，倾斜位的房间隔和

狭长的左心房附件使 TTE检测左心房结构存在挑

战［12］。CMR可以对左心房进行高时间和空间分辨

率的三维重建，成为目前测量左心房直径的“金标

准”［13］。一项Meta分析纳入 14项临床研究计 395例
房颤患者，旨在通过 CMR验证三维超声心动图测量

左心房容积的偏差及偏差程度，结果显示，三维超

声心动图低估左心房容积 9.40 ml（P < 0.00 001）［14］，

因此认为 CMR是评估左心房结构的更准确方法。

CMR评估左心房功能损害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心血

管病［15］。

3.心脏磁共振与左心房纤维化 研究显示，左

心房纤维化负担加重与脑卒中风险增加有关［16］，但

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者通过模拟左心房

个性化血流动力学探究存在左心房高纤维化负担

的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增加的潜在机制，发现与非

纤维化区域相比，纤维化区域内皮细胞活化电位增

高（P = 0.001）、相对停留时间延长（P = 0.002）；纤维

化负担较重的患者暴露于较大的高内皮细胞活化

电位区域；具有高左心房纤维化负担的房颤患者存

在更多的血栓前区域，为潜在的血栓形成提供更多

位点，进而增加脑卒中风险［17］。与心室壁相比，心

房壁更薄，因此获得足够分辨率的图像以客观和量

化检测心房纤维化仍是重大难题。CMR则提供一

种非侵入性定量检测心房纤维化的方法，可以精确

识别纤维化区域［18］。CMR是无创性量化心肌纤维

化的“金标准”，具有较高的心肌组织表征能力［19］，

可对左心房进行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成像。最

近已有研究证实可通过延迟增强 CMR定量检测左

心房弥漫性整体和区域间质纤维化［16］。CMR不仅

可以对心肌纤维化进行检测，还可以对纤维化程度

进行分级，基于延迟增强 CMR的左心房纤维化创新

分类系统分为 4级：Ⅰ级，≤ 5%的左心房壁延迟增

强；Ⅱ级，> 5% ~ 20%的左心房壁延迟增强；Ⅲ级，>
20% ~ 35%的左心房壁延迟增强；Ⅳ级，> 35%的左

心房壁延迟增强［20］。

4.心脏磁共振与左心耳形态 基于心脏 CTA
和 CMR将左心耳形态分为鸡翅型、风向标型、仙人

掌型和菜花型 4种类型。左心耳形态和功能与房颤

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相关［21］，与鸡翅型左心耳相

比，非鸡翅型（菜花型、仙人掌型和风向标型）左心

耳患者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其中菜花型、仙人掌

型和风向标型发生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的风险分别是鸡翅型的 8倍（P = 0.056）、4.10倍
（P = 0.046）和 4.50倍（P = 0.038）［22］。经皮左心耳封

堵术（LAAC）有助于预防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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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左心耳形态和大小变化较大，需准确评估其解剖

学结构，最佳检测方法的选择具有挑战性，X线和

TEE是常用的左心耳成像技术，但观察准确性较低；

基于三维 CTA的左心耳评估更准确，但增加辐射和

对比剂负担；研究显示，术前 CMR评估左心耳周长

和面积与术中实际测量呈现良好的一致性，是一种

十分有价值的术前检查方法［23］。

5.心脏磁共振与隐匿性心室心肌病 既往认为

仅扩张型心肌病可能引起脑卒中，而最新的前瞻性

随访研究表明，肥厚型心肌病、心肌致密化不全和

限制型心肌病均可增加缺血性卒中风险，通常由心

律失常（主要是房颤）、心房和心室传导阻滞诱发颅

内血栓形成，导致缺血性卒中［24］。CMR可克服 TTE
的局限性，成为房颤和心肌病的常规影像学检查方

法并广泛应用于临床［25］。Fonseca等［26］在 132例常

规行标准病因学分型的缺血性卒中患者中通过

CMR识别未确诊的心肌病，7例经 CMR确诊心肌

病，包括肥厚型心肌病 4例、限制型心肌病 2例、心

肌致密化不全 1例，其中 6例经标准病因学调查诊

断为隐源性卒中、1例为心源性栓塞，表明隐源性缺

血性卒中患者可能存在潜在心肌病，并可通过 CMR
检出。CMR是检测心室肌结构和功能的最佳方法，

可以准确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和收缩末期容积及

其随时间的变化，并准确表征潜在的心肌变化［27］，

从而检测出某些非典型、先天性和未被充分认识的

心脏结构异常，对阐明脑卒中病因具有积极作用。

二、心脏磁共振的优点与缺点

CMR在隐匿性心源性栓塞诊断方面具有较高

价值，较 TTE和 TEE等具有一定优势。尽管 TTE是

目前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心脏评估的标准方法，但

CMR可检出 TTE未识别的心源性栓塞病因。一项

研究纳入 85例缺血性卒中患者，经 TTE诊断为隐源

性卒中的 23例患者中 6例经 CMR明确栓塞原因，包

括左心室血栓 2例、复杂性升主动脉血栓 1例、房间

隔动脉瘤 2例、房间隔动脉瘤伴卵圆孔未闭 1例［28］。

CMR与 TEE识别心脏潜在栓塞来源的优劣性尚存

争议。一项针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研究采用

CMR和 TEE测量所有主动脉节段，二者测量的最大

主动脉壁厚度无明显差异，但 CMR检出的高风险斑

块数目多于 TEE；此外，CMR在 30.77%（8/26）的隐

源性卒中患者中明确 TEE未识别的主动脉高危病

变［29］。然而另一项针对非腔隙性梗死患者的研究

显示，CMR在明确栓塞来源方面差于 TEE［30］。最新

研究则表明，CMR无法替代急性缺血性卒中后的

TEE检查，仅可作为 TEE的有效补充，二者明确心脏

和主动脉栓子来源的效果相当，相辅相成［31］。然而

考虑到 TEE是一种侵入性检查方法，与之相比 CMR
无创且便捷。因此，CMR能否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

提供较 TEE更有价值的信息，尚待进一步研究。延

迟增强 CMR是可视化和量化心肌纤维化的无创性

检查方法，超声对比剂的应用可以发现类似延迟增

强 CMR的病变区域，有望在冠状动脉疾病中区分正

常心肌和心肌瘢痕，而心肌纤维化呈异质性、斑点

状和小范围，使得超声对比剂的应用存在挑战［32］。

然而，CMR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检查费用高、检查

时间长等，一次 CMR检查通常需要 30分钟，有时甚

至超过 1小时，而且MRI检查空间是相对密闭的，加

之检查时间较长，对于年龄较小或心理状态欠佳的

患者挑战较大；此外，CMR由于心脏波动性易出现

伪影，也易受金属的影响，故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

患者禁止行 CMR检查，尤其是安装金属心脏起搏器

的患者［33］。

综上所述，CMR可以明确缺血性卒中的潜在病

因，如心脏血栓、左心房增大、左心房纤维化、左心

耳形态及罕见心肌病等心脏异常。未来，利用 CMR
检查对抗凝治疗或抗血小板治疗的脑卒中二级预

防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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